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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27–29日，由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协办的

“江南文化与日本一资料・人际交流的再发掘”学术研讨会，也是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

又一次“海外专题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本人有幸应邀与会，其间主持了历史专场的

报告和讨论，在会议最后的综合评论时也作过一个简短发言。会议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

象，会议重在资料和人际交流的再发掘，会上的报告者多数能围绕中心议题，观点鲜明、见

解独到、论述精辟、论据充分，富有学术价值，确是一次非常有成效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此，略谈与会后的感受和思考。

一

“江南文化与日本”虽不是一个新鲜的议题，早在好几年前就以同样议题举办过国际学

术研讨会，但这次研讨会以“资料、人际交流的再发掘”为中心，确实颇有新意，从传统的

“传播与接受”的视角延伸为突出“双方互动”的态势。会议不仅重视资料和人际关系的“再

发掘”，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发人深省。

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 “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画家田结庄邦光在上海游历―及其与沪人笔

谈资料―”的报告，就是他在大阪府中之岛图书馆“玄武洞文库”中发现了日本画家田结

庄邦光当年游历上海、武汉的日记原本，以及与上海等地士绅笔谈的原稿所写成的，证实了

田结庄邦光所见近代上海见闻诸事的真切、生动和具体，确不多见，成为研究近代上海的第

一手资料，无疑是极为宝贵的。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榎本涉准教授“元末江南の士大夫層と日本僧”的报告，阐释前

近代中日交流频度很高的宋元和明清两个时期的共同点和相异点，指出前一时期的日本禅僧

来中国后因长期在寺院里生活，故将自己的亲身体验到的中国文化带回了日本，有着独有的

特征，而后一时期因来中国的日本禅僧还能与其他士大夫阶层的俗家人保持交往，因此他们

带回日本的除禅宗之外，还有诸如书画、诗文、医学、儒学、饮食文化等丰富多样的中国文

化。

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清代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的报告，以中日长崎贸易商品结

构的不断变化为例，阐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既是日方实行“正德互市新例”后的必然结

果，又是中日两国间各自商品生产关系发展的直接反映，也是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时尚

要求的反映。

中国美术学院郑巨欣教授“从夹缬的东传及流变看江南文化与日本的渊源关系”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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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始于唐代的夹缬工艺，早在8世纪中叶就传入日本，在日本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但后

来中国将夹缬改称为“夹板染色”，则可能是因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影响，而以往的研究似乎

认为传入日本的夹缬与江南无涉，但近年来的研究进展正呈显出江南文化与日本之间在夹缬

工艺交流方面的密切关系：传入日本的夹缬，其源头应在浙江一带。

台湾大学徐兴庆教授通过对张德彝的《航海述奇》的介绍，描述张德彝（1847–1918）
这个近代中国最初的英文学生、思想启蒙者以其摄取种种西洋文明、日本文化以及他自身东

西方文化交流的经验，从而写就了《航海述奇》等约200万字的浩翰文献，探讨了张德彝对

异文化的认识和思想变迁，进而阐明其作为“他者”有关中国近代化的文化异说，从研究视

角上一改以往“双向交流”为“众向多元交流”，致使人际交流研究更为深入和拓展。 
仅从例举上述会议上的报告，可以看出从传统的“传播与接受”延伸到“双方互动”，

中日交流的动态确实有着变化，但在古代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而到近代中日文化关系出

现“逆转”，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的这一基本格局仍没有变化，当然也并不排除古代日本

向中国学习的过程中也有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在近代中国向日本学习的过程中仍有中国

文化在日本的传播。然而，迄今为止尚无足够的史料和充分理由来予以改变中日文化交流原

有的这个基本格局，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时所应持的认识和态度。

二

从上世纪以来，中国江南学研究俨若一个富矿，吸引着不同学科的众多学者的发掘开采。

仅以史学领域而言，由于中外学者联手已取得了江南学研究的可观成果，其中美国和日本学

者的研究也极为瞩目。由此可见，中国江南研究已趋于国际化。日本的海洋史研究、中国的

海外交涉史研究也已有不少成果。在日本对其自身的研究，已突破了“一国史观”，而置于

东亚的视野中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江南文化与日本”研讨会，凸显东亚海域

史研究，可谓是会议的亮点之一。鹿儿岛大学高津孝教授“萨摩塔と碇石一浙江石材と东ア
ジア海域交流”的报告，以岩石学的分析和岩石学专家的肉眼和放大镜的观察，将分布在鹿

儿岛、长崎县、佐贺县、福冈县的20余座被称为“萨摩塔”的中国式石塔，确认其所使用的

石料采自中国浙江宁波郊外的梅园石，以及在宋元时期中国船的锚石残留在日本70余件遗物

中，足以说明宋元时期浙江船所能到达的日本诸多地区。显然，这些残留日本的中国产石材

所制造的物品，成了东亚海域交流史新的资料。

神户女子大学山内晋次准教授 “日本史とアジア史の接点―硫黄の国际贸易を中心―”

的报告，据古籍记载，鹿儿岛的硫磺岛将硫磺经九州西海岸到达博多，再从博多经由宋朝海

商的贸易船运往中国，并与同时代的东南亚和西亚也有经海路贸易将硫磺运往中国的历史事

实作了比较，即以硫磺的国际贸易为素材，探讨了日本史和亚洲史的关联。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伊东贵之教授“日本における东アジア海域交流史研究の现状と
動向”的报告，详细回顾了研究史，并就近年来共同研究的课题和动向，尤其是以日本人文

科学领域中以其大规模的共同研究项目而广受关注的文部科学省的科研资助项目“东アジア
の海域交流と日本伝统文化の形成一宁波を焦点とする学际的创生一”（通称“にんぶろ”

项目）的研究宗旨和成果为中心作了若干介绍（与会的日方学者在会前专门安排了对宁波的

学术考察）。该项目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参与的人数多达137人，意在探讨在东亚海域圈内日

本文化历史起源的再构成，并力图成为日本研究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最高水准。该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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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展示出了多元网络的错综复杂样态，从而使海域交流史的研究充满了生气。日本学者

能克服以往的“一国史观”和“一对一交流”的样态，而以海域史的范围进行多视角、多领

域、纵横分析来对日本文化传统形成过程的再探讨。该课题组代表东京大学小岛毅准教授主

编、予定共20卷的《東アジア海域叢書》已由汲古书院刋行中。

日本学者正在进行的东亚海域史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思路，显示了日本学者在日本史、

中国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创新举措，并已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这很值得中国的中

国史、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者们关注，有必要进行中日学者之间保持相互的沟通和交

流。

三

这次“江南文化与日本”研讨会上所发表的报告有新课题的研究成果，也有老课题焕发

出了新意之趣，确实在探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然而，如果从更全面更深入

的角度而言，似乎尚有着研究课题的继续拓展空间。这次研讨会上涉及战争时期跟战争有关

的议题只有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细川周平教授“戰前の中国趣味の流行歌”的一个报告，

他认为电影、文学、艺术等大众文化在战争时期也曾被国家动员，承担了鼓动群众的民族意

识、战斗意欲和敌忾心，以及抚慰颓废生活的作用；歌曲也是被动员的文化之一，在15年中

日战争中，出现了许多与战争相关的歌曲，其曲调和内容可谓纷繁复杂，如1938年以后出现

的“中国趣味”的《苏州夜曲》等歌曲，报告者经对旋律、编曲、歌词、与媒体关联等的分

析，探讨了日本大众对于其想像并欲求的他者形象的形成和发展。以中日战争时期的文化题

材来探讨“中日文化交流”，这对开展“江南文化与日本”的研究也值得效法和若干有益的

启示。

中日文化交流在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二千多年时间里，主流是友好的，但在古代直至甲

午战争也发生过7次中日交战，连同现代时的15战争，尽管战争没有象英法之间“百年战争”

（1331–1453）那样漫长，但确实中日间的战争无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均对中日两国的社会发

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关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笔者曾作过十六个字的概括：渊远流长、根深叶茂、（在吸取欧

洲文化过程中）互为桥梁、（无论是友好还是交战时）始终不断。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在世界

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基本特征。但因中日间有过多次战争，致使中日文化交流呈现

出自由与不自由、平等与不平等、友好与非友好的态势。假若对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进

行全面考察，大体可归纳出其有着三种渠道：1是通过官方派遣使节、留学生、文体歌舞团队、

书籍以及彼此的礼尚往来的“通常渠道”；2是通过彼此开展的宗教和贸易活动，成为文化交

流的“重要途径”；3是战争和掠夺也是文化交流的“意外渠道”，15年中日战争中，日本从

中国劫掠去的图书文物就是印证。这三种渠道或途径显示了中日两国间文化交流的普遍性、

必要性、偶然性。也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估计是不会错到哪里

的！因此，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时对战时的“文化”课题是不能忽视而须加以充分重视的。

另外，中国近现代史上存在着与日本有着密切关系的社团，数量众多、活动频繁、影响

深远，它们对推进中日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例如，由陈去病、柳亚子、高旭等人创办于

1909年、存续到1937年的“南社”（社名取义于“操南音不忘其旧”、“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

它不仅是一个革命文学团体，而是一种历史的文化景象，既有传统色彩又有近代特点的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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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苏州成立后迁往上海（今在苏州和上海张堰镇设有“南社纪念馆”），在绍兴、沈阳、广

州、南京设有分社，素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誉称，活动遍布海内外，会员总数多达

1180人，囊括了大半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据统计，清末民初中国人在日本创办的报刊杂

志有24种，其中由南社成员所办的就有9种，它们对中日关系、中日文化交流颇有影响。显然，

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对类似“南社”这样的社团及其有关的人物、事件、报刊等等应视

为一个不能勿略的研究课题。


